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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内容提要摇 本文通过实验的方法,采用相对较为合理的实验结构,在经济学

框架下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研究结

果表明,与国外大多数研究发现男女偏好在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是,中国

被试对于风险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偏好方面的差异也比较小,并且男性风

险中性个体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男性中自私的个体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 我们

还同时对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其他一些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了

一些比较有趣的结论,如经济学专业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和利

他偏好等。
关 键 词摇 社会偏好摇 偏好的性别差异摇 实验经济学

一摇 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性别差异的兴趣主要在于性别不平等的视角,无论是机会

还是结果层面等性别差异均被视为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导致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

于歧视。 Blau 和 Kahn(2000)发现,男女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差异除了表现在消费和投

资上,更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距以及雇佣差异等方面。 事实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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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收入都低于男性(Lloyd 和 Beth,1979)。 Werner 和 Ward(2004)发
现性别工资差距主要由行业差异、职业差异以及职位差异等引起。 Weinberg(2005)甚
至还发现,当女性进入企业高层后,男女高管的性别收入差距居然高达 30% 。 上述研

究都从性别歧视这个视角揭示了男女性别差异,但迄今这些研究忽视或者轻视了除身

体禀赋之外的非歧视因素,特别是内在于个体偏好层面的差异本身。 也就是说,看似

机会和结果上的性别不平等可能有一部分不是歧视所带来的,而是内在的偏好差异引

致的。 大量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男女两性在偏好上的确存在显著差

异,如女性通常比男性要更加厌恶风险,女性要比男性更具社会导向(无私),男性则

更具个体导向(自私)。淤 不过,人的偏好微观结构比较复杂,究竟哪些类型的偏好存

在显著且稳健的性别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支持。
迄今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偏好具有异质性,且偏好的微观结构呈

多样化色彩。 Binswanger (1980)、 Andreoni (1988)、 Frey 和 Bohnet (1995)、 Berg 等

(1995)以及 Bolton 和 Zwick(1995)的研究表明,个体偏好微观结构展示出复杂多样

性,不仅具有自利偏好和风险偏好,还存在互惠和利他等社会偏好;而就其中的风险和社

会偏好而言,又体现出异质性的一面。于 其中,这种异质性的重要表现就是性别差异。盂

但就现有研究成果看,相关证据并不一致。 一些人认为可能是文化或环境所致;
而另一些人认为是框架效应所致,即男性和女性对不同实验框架或结构反应的不同会

影响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Croson 和 Gneezy,2009)。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理

论和证据上的分歧,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检验。 通常认为,东西方文化存在显著差异,
而现有的关于偏好性别差异的研究大多基于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被试,缺乏不同文化背

景的被试证据。 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就国内现有研究来说,虽然相关实验经济学

研究证据已经揭示了偏好的异质性,榆但并没有对个体在偏好上的性别差异做出进一

步研究,而这恰恰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虞 本文试图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以中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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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盂

榆
虞

Byrnes 等(1999)与 Arch(1993)对风险偏好方面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综述;Eckel 和 Grossman(1998)对社

会性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综述。
社会偏好具体可以细分为利他偏好(Andreoni 和 Miller,2002)、不平等厌恶偏好(Fehr 和 Schmidt,1999)以

及互惠偏好(Rabin,1993)。
有关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综述可以参见 Eckel 和 Grossman(2008a)与 Croson 和 Gneezy

(2009)。
如周业安和宋紫峰(2008)、陈叶烽(2010)以及周业安等(2012)。
虽然 Gong 和 Yang(2012)与 Gong 等(2010)对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个体的风险偏好和利他偏好的性

别差异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具有一般性,本文则以国内更为一般化的个体为研究对象,对国内个体的

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



个体为被试,采用较为合理的实验结构测度个体的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以期对个体

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一个系统研究。淤

本文如 Croson 和 Gneezy(2009)所言,可以为消费、投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大

量现实的性别差异提供不同理论解释;而且还可以为偏好微观结构及偏好异质性的研

究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由此可以丰富经济学对于偏好的理解。 同时,本文也试图

弥补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和国外已有研究结果形成对比,为分析文化对个体偏好性

别差异结果的影响提供来自中国的实验证据。 性别差异是一种重要且普遍的社会现

象,如何弱化和消除性别不平等是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该方

面政策设计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
第三部分描述实验设计;第四部分分析实验结果;第五部分为本文结论。

二摇 文献综述

在非经济学框架下,社会学和心理学已经对个体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大量研

究,所得到的基本研究结论表明,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更具社会导向。 那么在

包含货币激励的经济学框架下,个体在偏好上是否也会展现出显著差异,实验经济学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集中在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两方面。
(一)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

根据 Eckel 和 Grossman(2008a)对风险偏好的研究综述,主要分为抽象博彩实验、
包含具体背景的博彩实验以及现场实验研究。 来自于抽象博彩实验的大多数研究结

果都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如 Schubert 等(1999)、Holt 和 Laury(2002)、Har鄄
tog 等(2002)、Eckel 和 Grossman(2002、2008b)、Eriksson 和 Simpson(2010)以及 Booth
和 Nolen(2012)等,但也有少数部分研究表明,风险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如
Harbaugh 等(2002)与 Moore 和 Eckel(2003),而来自包含具体背景和现场实验的研究

结果则没有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这些研究大多以投资、保险等金融市场决策为背景,
如 Powell 和 Ansic(1997)、Eckel 和 Grossman(2002、2008b)以及 Dreber 等(2010)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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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在本文中,我们同时对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这两种类型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不仅是因为这两种类

型偏好的重要性,而且还在于这两种类型偏好可能存在的内在关系,即具有更高风险厌恶程度的个体也可能具有

更高的社会偏好,如 Vickerey(1945)与 Harsanyi(1955)早就指出,个体的不平等厌恶实质上就是对未来收入和地

位等不确定性的担忧等。 本文对社会偏好性别差异的研究,将在控制个体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进行,这不仅可以探

讨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关系,并且如果风险偏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也可以试图分析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与

风险偏好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



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而 Schubert 等(1999)、Gysler 等(2002)以及 Gneezy
等(2009)的研究没有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Moore 和 Eckel(2003)则发现风险偏好和

框架性质有关,在得益框架下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损失框架下两者无差

异。 同样,现场实验研究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如 Bernasek 和 Shwiff(2001)、Barber 和

Odean(2001)、Harris 等(2006)以及 Arano 等(2010)。
除了上述框架效应对偏好性别差异的影响外,文化或环境的差异也可能是诱因之

一。 Zinkhan 和 Karande(1991)研究了美国与西班牙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发现虽然

美国个体更厌恶风险,但是在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上两个国家并没有展现出文化差

异;C佗rdenas 等(2012)分别对瑞士和哥伦比亚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
并对两者进行了对比,其研究结果表明,瑞士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要低于哥

伦比亚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性别差异程度是风险偏好性别

差异程度的重要决定因素;Booth 和 Nolen(2012)分别对来自单性别学校和双性别混

合学校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并对两者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来
自双性别混合学校的个体风险偏好存在性别差异,而来自不同单性别学校个体的风险

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同样说明环境对风险偏好性别差异的影响;Gong 和

Yang(2012)分别对中国云南母系摩梭和父权制少数民族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进

行了研究,并对两者进行对比,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中的个体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女性要更加厌恶风险,但母系摩梭个体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较低,这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了文化或环境对个体风险偏好性别差异程度的影响。
(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

社会偏好主要分为利他偏好、不平等厌恶偏好以及互惠偏好。 Eckel 和 Grossman
(1998)、 Dickinson 和 Tiefenthaler (2002)、 Dufwenberg 和 Muren (2006a)、 Rigdon 等

(2009)以及 Dreber 等(2012)认为,女性要比男性具有更强的利他偏好,但 Bolton 和

Katok(1995)与 Dufwenberg 和 Muren(2006b)的研究没有发现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
在对最后通牒博弈中响应者的拒绝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中,Eckel 和 Grossman(2001)
认为,与女性相比男性具有更低的不平等厌恶偏好,而 Solnick(2001)与 Garc侏a-Gal鄄
lego 等(2012)则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女性更加厌恶不平等;Carlsson 等(2005)采用

基于个体对不同社会的偏好实验测度了个体不平等厌恶系数,测定结果同样表明女性

要比男性具有更高的不平等厌恶偏好。 在对信任博弈代理人互惠行为的研究中,实验

研究对个体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结论同样存在差异。 Croson 和 Buchan
(1999)、Chaudhuri 和 Gangadharan(2007)、Buchan 等(2008)以及 Schwieren 和 S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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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的研究表明女性在互惠偏好上要强于男性,而 Eckel 和 Wilson(2004a、b)、Cox
和 Deck(2006)以及 Bohnet(2007)研究并没有发现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并且 Bel鄄
lemare 和 Kr觟ger(2007)还发现男性的互惠偏好要强于女性;Clark 和 Sefton(2001)则在

序贯囚徒困境博弈下也同样没有发现互惠偏好的显著性别差异;而 Heinz 等(2012)在
修正的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对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互惠偏

好要更强。 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同样可能是文化或环境差异以及

框架效应带来的,如 Gong 等(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母系摩梭男性的利他偏好要强

于女性,而父权制个体的利他偏好则不存在性别差异,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

化或环境对个体利他偏好性别差异的影响。
既然对偏好性别差异的实验研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并且文化差异是可能导致

不同研究结果差异的潜在原因,那么国内个体在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上是否会展现出

显著的性别差异? 国内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虽然 Gong 等(2010)与

Gong 和 Yang(2012)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其研究对象仅限于云南两个少数民族个

体,不具有一般性,其研究结果也很难和国外相关研究的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有鉴于

此,本文以国内更为一般化的个体为样本,在采用相对较为合理的实验框架基础上,详
细测度个体风险偏好和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偏好,在经济学框架下对个体的风险偏好

和三种不同类型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淤

三摇 实验设计

本文所有实验分为不同时间段或场次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实验

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实验室以及浙江大学计算中心完成,每个场次的实验都包括

风险偏好、不平等厌恶偏好、利他偏好以及互惠偏好的测度实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的共 304 名学生被试参加了所有的偏好测度实验。于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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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与现有大多数研究所不同的是,我们一方面在研究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时,对个体的其

他一些客观特征进行了控制;另一方面在研究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时,对个体的风险偏好进行了控制,并且对不

平等厌恶和互惠偏好性别差异的研究是建立在详细测度出个体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和互惠偏好系数的基础上进行

的。
其中,我们于 2012 年 6 月 2 日、11 月 17 日和 18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实验室进行了

6 个场次的实验,共 148 名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被试参加了实验;于 2012 年 6 月 3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

实验室进行了 2 个场次的实验,共 48 名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被试参加了实验;于 2012 年 12 月 15 日和 16 日,
在浙江大学计算中心进行了 4 个场次的实验;共 108 名来自于浙江大学的被试参加了实验。 本文每场实验平均

耗时 1 小时,被试的平均收益为 33 元。



过 Z-tree 软件(Fischbacher,2007)编制实验程序,被试的所有操作都在计算机上完成。
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匿名的,被试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交流。 同时实验过程采用真实的

货币激励,被试的最终收益由出场费和被试根据其在实验中的决策所获得的收益两部

分构成。 除了正式的测度实验,被试要参加问卷调查和实验问题测试部分,以获取被

试的个体特征信息,如性别等以及检验被试是否理解了实验支付规则。淤 具体测度实

验如下:
(一)风险偏好的测度:本文采用 Holt 和 Laury(2002)的风险偏好测度方法,基于

标准的 Arrow-Pratt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计算风险偏好,该实验设计因为其广泛的应用

和外部有效性,被看做是有关风险偏好测度文献中的“黄金标准冶。 被试在实验中需

要在 10 对彩票中对每 1 对彩票做出选择彩票 A 还是选择彩票 B 的决定,其中所有 10
对彩票中,彩票 A 的高低收益都为 2 元和 1. 6 元,彩票 B 的收益都为 3. 85 元和 0. 1
元,从第 1 对彩票到第 10 对彩票,彩票 A 和彩票 B 的高收益概率由 1 / 10 逐步增加到

10 / 10,而低收益的概率由 9 / 10 逐步递减到 0 / 10。 被试选择结束后随机抽取 1 对彩

票,并根据被试在该对彩票的选择进行抽奖以决定被试的收益。 其中彩票 A 相对于

彩票 B 被称为安全选项,最终可以根据被试选择安全选项的个数来计算被试的风险

厌恶系数的一个区间。 被试选择安全选项的个数越多,代表其风险厌恶程度越高。
(二)不平等厌恶的测度:本文以 Fehr 和 Schmidt(1999)的不平等厌恶理论模型为

基础,即 U(x) = x1-r / (1 - r) ,该模型将不平等厌恶划分为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
并采用 Dannenberg 等(2007)修正的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设计,该设计能够测度出

被试相对较为纯粹的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 在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
两位被试分为一组,每位被试需要在 22 对分配方案中对每 1 对分配方案做出选择分

配方案 1 还是分配方案 2 的决定,以决定自己和对方的收益。 劣势不平等厌恶实验

中,22 对分配方案中的分配方案 2 都为(2,2),分别表示被试自己的收益以及对方的

收益,而从第 1 ~ 22 对分配方案,分配方案 1 中被试自己的收益从 5 逐渐下降至 0郾 1,
而对方的收益则从 5 逐渐增加至 9. 9,但分配方案 1 中的收益总和为 10。 在优势不平

等厌恶实验中,22 对分配方案中的分配方案 1 都是(10,0),同样表示被试自己的收益

以及对方的收益,而从第 1 ~ 22 对分配方案,分配方案 2 中被试自己的收益和对方的

收益都相同,从(0,0)逐步增加至(10. 5,10. 5)。 在实验结束后,电脑将随机选择其中

一个实验和其中的一个分配方案,并选择每组其中一位被试,根据其在该分配方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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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为了控制顺序效应和财富效应,在不同的场次中,我们采用了不同的实验进行顺序,并且在整个实验过

程中被试都没有任何的反馈信息。



的选择来决定自己和对方的收益。 在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分配方案 2 相对

于分配方案 1,被称为平均收益方案,最终可以根据被试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或

被试由分配方案 1 转向选择分配方案 2 的转折点来计算被试的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

恶系数的一个区间。 被试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越多,代表其不平等厌恶程度越

高。淤

(三)利他偏好的测度:对于利他偏好的测度通常采用独裁者博弈实验,本文采用

了带策略性方法的独裁者博弈,在实验中两人分成一组,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一开始将共同获得 10 个筹码,其中由角色 A 来决定如何在双方之间做

出分配,角色 B 只能接受。 但一开始并不确定双方到底谁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

要同时扮演角色 A,做出如下决策:如果你为角色 A,对方为角色 B 时,你愿意分配给

对方的筹码数额? 决策结束后电脑将随机决定双方谁最终扮演角色 A,并由该位被试

的分配决策来决定双方的收益。 该试验只进行一轮,实验收益将以 1 单位筹码兑换成

1 元的兑换比率兑换成现金支付给被试。 该实验设计能够更好地剔除声誉效应的影

响,测度出更为纯粹的利他偏好。 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可以通过被试在作为角色 A
时分配给对方的数额来度量其利他偏好的程度。

(四)互惠偏好的测度:信任博弈实验为测度个体的互惠偏好提供了一种较为有

效的方法,本文同样采用带策略性方法的信任博弈设计,该设计能够更好地在控制对

方投资额的情况下测度个体的互惠偏好。 我们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方法来计算

个体的互惠偏好系数。 在实验中两人分成一组,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一开始都将分别获得 10 个筹码,角色 A 可以将 10 个筹码中的任何数额投资

给角色 B,角色 B 将相应获得一个 3 倍于该投资额的收益,随后角色 B 需要做出愿意

返还给角色 A 的数额,返还额可以是介于 0 和投资收益之间的任何数额。 同样一开

始并不决定双方到底谁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双方要同时先后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
做出如下决策:1. 如果你为角色 A,对方为角色 B,你愿意投资给对方的数额? 2. 如果

你作为角色 B,对方作为角色 A,在角色 A 的 0 到 10 个筹码之间的各个可能的投资数

额下,你相应获得 3 倍的投资收益,你愿意返还给对方的数额(在 10 种可能的投资额

下分别做出返还决策)。 除了以上两项决策,被试还需要完成一项预期决策。 决策结

束后,电脑将最终随机决定双方到底谁扮演角色 A 和角色 B,并根据扮演角色 A 的被

试在决策 1 中的投资额以及扮演角色 B 的被试在决策 2 中,面对该投资额的返还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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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该实验设计能够很好地剔除个体对风险的考虑,测度出更为纯粹的不平等厌恶。



决定双方的收益。 该实验只进行一轮,实验收益将以 2 单位筹码兑换成 1 元的兑换比

率兑换成现金支付给被试。 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方法,采用被试在决策 2 中针对

对方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下的返还额作为因变量,以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作为自变量进行

OLS 回归可以计算出被试的互惠偏好系数。

四摇 实验结果分析

(一)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在风险偏好测度实验设计中,选项 A 相对于选项 B 被称为安全选项,根据被试选

择安全选项的个数可以计算出其风险厌恶系数。 表 1 根据 Holt 和 Laury(2002)对风

险偏好的分类,列出了风险偏好测度实验中,在各个可能的安全选项选择个数以及相

对应的风险厌恶系数和风险偏好类别下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中所

占比例情况。 图 1 对此进行了描述,图 1(a)表示了在各个可能的安全选项选择个数

下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情况,而图 1(b)则进一步列出了在风险

偏好测度实验中的每个选择序号下,选择安全选项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所

占比例情况。 从总样本风险偏好的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的个体为风险厌恶的,只有

极少部分的个体为风险爱好,风险偏好呈现一定程度的异质性,风险厌恶者、风险中性

者以及风险爱好者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66% 、25%以及 9% ,这与 Holt 和 Laury
(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而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从男性

和女性样本中的个体风险偏好分布情况来看,男性样本中风险中性个体所占比例要高

于女性样本,而风险厌恶和风险爱好个体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风险厌恶者、风险中性

者以及风险爱好者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63% 、31% 以及 6% ,而在女性样本

中所占比例为 68% 、21%以及 11% 。 图 1 更为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点。 进一步对男性

样本和女性样本的风险偏好分布情况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女性和男性的风

险偏好分布情况并不存在显著差异(z=0. 762,Prob> | z | = 0. 446),这一点也可以通过

图 1(b)得到很好的说明;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风险偏好均值来看,女性选择安全选项

个数均值要稍微高于男性,女性为5. 481,男性为 5. 374。 对两者的风险偏好均值进行

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同样发现两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r(T>t)= 0. 294)。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个体的风险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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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1 风险偏好的分布

安全选项的个数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U(x) = x1-r / (1 - r)
风险偏好类别

所占比例

男性 女性 总样本

0 ~ 1 r<-0. 95 高度风险爱好 0. 00 0. 02 0. 01
2 -0. 95<r<-0. 49 非常风险爱好 0. 02 0. 02 0. 02
3 -0. 49<r<-0. 15 风险爱好 0. 04 0. 07 0. 06
4 -0. 15<r<0. 15 风险中性 0. 31 0. 21 0. 25
5 0. 15<r<0. 41 轻度风险厌恶 0. 16 0. 17 0. 17
6 0. 41<r<0. 68 风险厌恶 0. 23 0. 24 0. 23
7 0. 68<r<0. 97 非常风险厌恶 0. 17 0. 15 0. 16
8 0. 97<r<1. 37 高度风险厌恶 0. 03 0. 08 0. 06

9 ~ 10 1. 37<r 完全风险厌恶 0. 04 0. 04 0. 04

选择安全选项个数均值
5. 374

(1. 547)
5. 481

(1. 752)
5. 441

(1. 675)
样本量 115 189 304

摇 摇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图 1摇 不同性别个体的风险偏好分布情况淤

为了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上,进行

计量分析。 采用个体选择安全选项的个数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个体的其他一些客观

特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Tobit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2。 表 2 的回归结果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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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与本文后面分析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时的图形描述不同,风险偏好性别差异的分析中并没有采用累积

分布图,这主要是因为风险偏好测度实验的特殊之处和相关文献的分析惯例。 相比用累积分布图,采用图 1(b)
中的方式来表达要更为直观。



支持了上述分析结论,即个体风险偏好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结论与国外大

多数针对西方国家个体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如 Holt 和 Laury(2002)以美国学生为被

试的研究发现,女性对风险厌恶程度要显著高于男性,但我们对其风险偏好分布数据

与本文的数据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两者并无显著差异(z = 1. 377,Prob> | z | =
0. 169),且本文所采用的实验设计与其完全相同,这在一定程度说明了文化对个体风

险偏好的性别差异具有影响。 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与 Gong 和 Yang(2012)分别针对

中国云南母系摩梭和父权制少数民族个体的研究结论不同,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中的

个体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并且回归结果还表明来自于低收入家庭(家庭年总收

入低于 1 万元)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明显较低,而其他个体特征,如是否来自于城市、
是否为党员以及年龄等因素对个体风险偏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摇 摇 表 2 风险偏好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 015 0. 205 0. 994
年龄 -0. 077 0. 196 0. 694

经济学专业 -0. 340 0. 242 0. 161
汉族 -0. 058 0. 296 0. 846

来自于城市 -0. 068 0. 230 0. 769
党员 -0. 077 0. 220 0. 728

学生干部 0. 037 0. 211 0. 862
家庭总人口数 0. 041 0. 098 0. 673

独生子女 0. 273 0. 228 0. 232
成长于单亲家庭 -0. 026 0. 064 0. 685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低收入家庭(家庭年总收入低于 1 万元)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父母最高学历

常数项

0. 014
-0. 585**

-0. 142
0. 087

5. 244***

0. 198
0. 232
0. 205
0. 082
0. 705

0. 946
0. 012
0. 487
0. 292
0. 000

F(14,290) 0. 950
Prob>F 0. 508
样本量 304

摇 摇 说明:***、**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

健标准差。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主要是指最近一年内是否遇到过以下情形中的任何一种:被偷、被人

攻击、被诈骗、被诬陷、被抢劫或遭受过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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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二)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在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实验中,分配方案 2 相对于分配方案 1,被称为平均收

益方案,根据被试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数来计算出被试的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系

数。 表 3 和图 2 列出了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中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

的分布情况,其中图 2(b)为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累积分布图。 从劣势不平等厌恶

偏好的总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大多数个体为劣势不平等中性者、部分个体为劣势不平

等厌恶者,只有极小部分个体为劣势不平等爱好者,劣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者以及爱

好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23. 03% 、68. 75%以及 8. 22% 。 这说明了个体同样具有异质性

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但异质性并不是很强,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劣势不平等厌

恶偏好的分布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淤 从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

表 3 劣势不平等厌恶分布

劣势不平等厌恶系数 类别
比例

男性 女性 总样本
琢 >0 劣势不平等厌恶 20. 00% 24. 87% 23. 03%
琢 =0 劣势不平等中性 65. 22% 70. 90% 68. 75%
琢 <0 劣势不平等爱好 14. 78% 4. 23% 8. 22%

选择平均收益
方案个数均值

2. 678
(2. 557)

3. 048
(2. 874)

2. 908
(2. 760)

样本量 115 189 304

图 2摇 不同性别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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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实验中大多数个体都表现出劣势不平等厌恶中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测度的不平等厌恶不仅仅是一

种心理感知,更多的是个体愿意为消除不平等付出多大的成本。



偏好的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劣势不平等爱好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而劣势中性者和

劣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劣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者以及爱好者在男

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20% 、65. 22% 以及 14. 78% ,而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为

24. 87% 、70. 90%以及 4. 23% ,图 2 更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点。 进一步对女性样本和男

性样本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情况的差异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

发现两者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z=2. 210,Prob> | z | = 0. 027);从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

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均值来看,女性选择平均收益方案均值要高于男性,对两者的均值

进行均值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的均值差异并不显著(Pr(T>t)= 0. 129)。
表 4 和图 3 进一步列出了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中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

恶偏好分布情况,其中图 3(b)为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累积分布图。 从优势不平等

厌恶偏好的总样本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个体都为优势不平等厌恶者,较小部分个体

为优势不平等中性者,极少数部分个体为优势不平等爱好者,优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

者和爱好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62. 83% 、26. 64%以及 10. 53% 。 这同样说明了个体也具

有异质性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且异质性程度要强于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男性

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从男性样本和女性

样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情况来看,男性样本中优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

要低于女性,而中性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优势不平等厌恶者、中性者以及爱好者在

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60. 00% 、29. 57%以及 10. 43% ,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

分别为 64. 55% 、24. 87%以及 10. 58% ,图 3 更为直观地展示了这一点。 进一步对男

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分布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发

现两者的分布并不存在显著差异(z =1. 180,Prob> | z | = 0. 238);从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

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均值来看,女性选择平均收益方案个数的均值要高于男性,对两者的

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两者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Pr(T>t)= 0. 048)。
上述对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特征性别差异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发现两者分

布存在显著差异,而对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均值的性别差异分析则发现两者的均值并

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特征的性别差异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

发现两者的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对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均值的性别差异分析则发

现两者的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计

量分析,以检验性别对个体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 采用个体选择平均收益方案的个

数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其他一些个体的客观特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Tobit
模型回归。同时,考虑到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也将风险偏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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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表 4 优势不平等厌恶分布

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 类别
比例

男性 女性 总样本

茁 >0 优势不平等厌恶 60. 00% 64. 55% 62. 83%
茁 =0 优势不平等中性 29. 57% 24. 87% 26. 64%
茁 <0 优势不平等爱好 10. 43% 10. 58% 10. 53%

选择平均收益方案个数均值 6. 052(4. 950) 7. 101(5. 825) 6. 704(5. 526)
样本量 115 189 304

摇 摇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图 3摇 不同性别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分布情况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知,性别对个体劣势

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存在显著影响,女性

要比男性具有更高的优势不平等厌恶。淤 同时回归结果还表明,学生干部个体和父母

学历越高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经济学专业的个体、于有过不愉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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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由于所使用的研究框架不同,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对不平等厌恶的性别差异程度与国外相关研究中

所发现的不平等厌恶的性别差异程度进行数量上的比较,但本文所发现的个体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不存在显

著差异的结论与国外大多数研究所发现的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厌恶劣势不平等厌恶的结论不一致,如 Solnick
(2001)与 Garc侏a-Gallego 等(2012)。

对于学习经济学会降低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学习经济学专业会让人更

像“理性经济人冶,我们还进一步对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进

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要高于非经济学专业样本,回
归结果还表明,经济学专业与性别因素的交叉项对个体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优势不平等厌恶,而成长于单亲家庭的个体具有更高的优势不平等

厌恶,同时我们还发现个体的风险偏好与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即风险厌恶程度更高的个体,其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也越高。淤

表 5 不平等厌恶回归结果

劣势不平等厌恶程度 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

自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 264 0. 329 0. 423 -1. 283* 0. 677 0. 059

年龄 0. 308 0. 379 0. 417 0. 233 0. 614 0. 704

经济学专业 0. 105 0. 398 0. 792 -1. 837** 0. 759 0. 016

汉族 0. 333 0. 364 0. 361 0. 391 0. 968 0. 687

来自于城市 0. 378 0. 372 0. 310 -0. 442 0. 810 0. 586

党员 0. 331 0. 454 0. 466 -0. 142 0. 813 0. 862

学生干部 0. 648* 0. 370 0. 081 0. 571 0. 698 0. 414

家庭总人口数 0. 280 0. 177 0. 115 0. 461 0. 293 0. 116

独生子女 -0. 164 0. 386 0. 672 -0. 181 0. 811 0. 823

成长于单亲家庭 0. 353 0. 688 0. 609 2. 252* 1. 324 0. 090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0. 270 0. 322 0. 402 -0. 831 0. 672 0. 217
低收入家庭(家庭总收入

低于 1 万元) -0. 150 0. 415 0. 718 1. 494 1. 179 0. 206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0. 006 0. 354 0. 987 -1. 499** 0. 678 0. 028
父母最高学历 0. 221* 0. 129 0. 088 0. 089 0. 272 0. 745

风险偏好 0. 219 0. 154 0. 156 0. 560** 0. 263 0. 026
常数项 -1. 395 2. 102 0. 508 2. 020 2. 818 0. 474

F(15,289) 1. 020 2. 130
Prob>F 0. 434 0. 009
样本量 304 304

摇 摇 说明:***、**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

健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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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这一结论与我们在 2011 年5 月份以 214 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为被试所测度的风

险偏好与优势不平等厌恶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相反,其并没有发现风险偏好与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向关系。 并且我们进一步的回归结果还表明,个体性别与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对其优势不平等厌恶偏

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三)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了带策略性方法的独裁者博弈来研究个体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 在独

裁者博弈实验中,可以通过被试在作为角色 A 时分配给对方的数额来度量其利他偏

好程度。 表 6 列出了具有不同类别利他偏好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女性样本以及总样本

下所占比例情况。 图 4 则进一步用图形的方式对利他偏好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图
4(a)表示了在各个可能的分配额下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情况,
而图 4(b)则描述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中各个可能的分配额下的个体所占比例的累积

分布图。 从总样本的利他偏好分布情况来看,个体不仅具有自利偏好,还具有不同程

度的利他偏好,大部分个体的分配额要大于 0,所占比例为 65. 79% ,自私者所占比例

为 34. 21% ,分配额占初始总额比例的平均值为 25. 82% ,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数据

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利他偏好分布情况来看,利他偏好类别为自

私者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样本中要高于女性样本,而利他偏好类别为中间者和强

利他者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样本中要低于女性样本,自私者、中间者以及强利他者

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40. 00% 、35. 65%以及 24. 25% ,而在女性样本中所占

比例为 30. 69% 、39. 68%以及 29. 63% ,图 4 更为直观的说明了这一点。 进一步对女

性样本和男性样本利他偏好的分布情况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女性

和男性的利他偏好分布在 10% 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z = 1. 704,Prob> | z | =
0. 088);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利他偏好均值来看,女性的分配额均值要稍高于男性,
女性为 2. 725,男性为 2. 348。 对两者的利他偏好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检验

结果同样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在 10%水平上显著(Pr(T>t)= 0. 084)。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知,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差异的显著性并不是很强。

摇 摇 表 6 利他偏好分布情况

利他偏好类别 分配额淤
所占比例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总样本

自私者 等于 0 40. 00% 30. 69% 34. 21%
中间者 大于 0,小于 5 35. 65% 39. 68% 38. 15%

强利他者 大于或等于 5 24. 35% 29. 63% 27. 64%
分配额均值 2. 348(2. 503) 2. 725(2. 188) 2. 582(2. 315)

样本量 115 189 304

摇 摇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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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在独裁者博弈实验中,双方的初始禀赋为 10。



图 4摇 不同性别个体的利他偏好分布情况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差异的显著性

并不是很强。 为了对这一结论进行检验,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

上进行计量分析。 采用个体的分配额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其他一些个体的客观特

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Tobit 模型回归。 同时,考虑到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可

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也将风险偏好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表 7 列出了回归分析的结

果,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对个体利他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即利他偏好并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 结合着利他偏好性别差异的非参数检验结果和计量回归结果来看,虽然

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性别对个体利他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一结论同样与国外大多数针对西方国家个体的研究所发现的女性利他偏好要显著

强于男性的结论并不一致,如 Dufwenberg 和 Muren(2006a)、Rigdon 等(2009)以及

Dreber 等(2012)。 而且与 Gong 等(2010)对来自中国云南母系摩梭少数民族个体的

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也不同,其研究结果表明母系摩梭男性的利他偏好要强

于女性,而与对来自父权制少数民族个体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一致。 同时,
回归结果还表明具有更高年龄的个体、经济学专业个体以及具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

验的个体具有更低的利他偏好,风险偏好与利他偏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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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对于学习经济学会降低利他偏好的结果同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习经济专业会让人更像“理性经

济人冶,我们还进一步对经济学专业和非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利他偏好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经济

学和非经济学专业样本中的个体利他偏好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经济学专业与性别因素的交叉项对个

体利他偏好的影响同样不显著。



摇 摇 表 7 利他偏好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 371 0. 450 0. 410
年龄 -0. 623* 0. 331 0. 061

经济学专业 -1. 058* 0. 563 0. 061
汉族 -0. 440 0. 913 0. 630

来自于城市 0. 416 0. 525 0. 429
党员 -0. 192 0. 493 0. 698

学生干部 0. 153 0. 430 0. 722
家庭总人口数 -0. 001 0. 192 0. 996

独生子女 -0. 343 0. 494 0. 488
成长于单亲家庭 -0. 040 1. 100 0. 971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0. 930** 0. 419 0. 027
低收入家庭(家庭总收入低于 1 万元) 1. 093 0. 675 0. 107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0. 330 0. 411 0. 422
父母最高学历 0. 039 0. 163 0. 809

风险偏好 0. 088 0. 119 0. 462
常数项 3. 341** 1. 434 0. 020

F(15,289) 1. 560
Prob>F 0. 083
样本量 304

摇 摇 说明:***、**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

健标准差。

(四)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分析

我们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方法,采用被试在带策略的信任博弈实验中的决策

2 中针对对方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下的返还额作为因变量,以各个可能的投资额作为自

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可以计算出被试的互惠偏好系数。 表 8 列出了

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也即具有不同互惠偏好类别的个体在男性样本、女性样本和总

样本所占比例情况。 图 5 进一步用图形的方式对个体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描

述。 图 5(a)为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图 5(b)为互惠偏好的累积分布图。 从总样本的

互惠偏好分布情况来看,个体的互惠偏好也具有异质性,大部分的个体都为强互惠者,
即互惠偏好系数 r>1,互惠偏好类别为强互惠者、中间者和自私者的个体所占比例分

别为 65. 79% 、19. 08%和 15. 13% ,个体的互惠偏好系数均值为 1. 219,同样大于 1,男
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本文采用国内被试所测度的个体互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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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分布情况与 Altmann 等(2008)以德国个体为被试所测度个体互惠偏好的分布情

况非常接近。 根据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互惠偏好分布情况来看,男性样本中自私者

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中间者和强互惠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互惠偏好类别

为自私者、中间者以及强互惠者的个体在男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23. 48% 、
13. 91% 以及 62. 61% ,而在女性样本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10. 05% 、22. 22% 以及

67. 72% ,这一点可以通过图 5 更为直观地看出。 进一步对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的互

惠偏好分布情况进行 Wilcoxon 秩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女性和男性互惠偏好的分布

并无显著差异(z=1. 077,Prob> | z | = 0. 282);从男性和女性样本的互惠偏好均值来看,
女性的互惠偏好系数均值要高于男性,女性为 1. 274,男性为 1. 127,对两者的互惠偏

好均值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Pr ( T > t)
= 0. 031)。

表 8 互惠偏好的分布情况

互惠偏好类别 互惠偏好系数
所占比例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总样本

自私者 r=0 23. 48% 10. 05% 15. 13%
中间者 0<r<=1 13. 91% 22. 22% 19. 08%

强互惠者 r>1 62. 61% 67. 72% 65. 79%
互惠偏好系数均值 1. 127(0. 734) 1. 274(0. 617) 1. 219(0. 666)

样本量 115 189 304

摇 摇 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图 5摇 不同性别个体的互惠偏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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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互惠偏好分布特征性别差异的 Wilcoxon 秩和检验并没有发现两者的分布

存在显著差异,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却表明女性的互惠偏好均值要显著高于男

性,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个体其他客观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以检验性别对个体

互惠偏好的影响。 采用个体的互惠偏好系数作为因变量,性别以及其他一些个体的客

观特征,如民族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OLS 模型回归。 同时,考虑到风险偏好和社会偏

好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也将风险偏好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9。

表 9 互惠偏好回归结果

自变量 系数估计 标准差 P 值

男性 -0. 162* 0. 084 0. 054
年龄 -0. 173** 0. 069 0. 013

经济学专业 0. 008 0. 100 0. 937
汉族 -0. 316** 0. 131 0. 016

来自于城市 -0. 221** 0. 095 0. 021
党员 -0. 050 0. 092 0. 587

学生干部 0. 118 0. 080 0. 143
家庭总人口数 -0. 003 0. 034 0. 938

独生子女 -0. 074 0. 092 0. 420
成长于单亲家庭 0. 306** 0. 149 0. 041

有经济行为决策实验经验 -0. 119 0. 078 0. 131
低收入家庭(家庭总收入低于 1 万元) 0. 118 0. 139 0. 398

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0. 078 0. 076 0. 307
父母最高学历 0. 018 0. 033 0. 576

风险偏好 0. 020 0. 024 0. 390
常数项 1. 931*** 0. 285 0. 000

F(15,288) 2. 870
Prob>F 0. 000
样本量 304

摇 摇 说明:***、**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稳

健标准差。

结果表明性别对于个体互惠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女性的互惠偏好要显著高于男

性,这一结论与 Croson 和 Buchan(1999)、Buchan 等(2008)、Schwieren 和 Sutter(2008)
以及 Heinz 等(2012) 的研究结果相同,与 Eckel 和 Wilson (2004a、b)、Cox 和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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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Bohnet(2007)以及 Bellemare 和 Kr觟ger(2007)的研究结果不同。淤 回归结果

还表明,具有更高年龄的个体、来自于城市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互惠偏好,而成长于单亲

家庭以及少数民族个体具有更高的互惠偏好,并且风险偏好与互惠偏好之间也不存在

显著的相关关系。

五摇 结论

本文采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国内个体为被试,在经济学框架下对个体风险

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对风险偏

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样本中风险中性个体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
风险厌恶和风险爱好个体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但个体风险偏好均值和中值都不存在

显著差异,性别对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对不平等厌恶的性别差

异研究结果表明,男性样本中劣势不平等爱好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劣势中

性者和劣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女性的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中值要显

著高于男性,但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均值的性别差异并不显著,性别对个体劣势不平

等厌恶偏好的影响也不显著;男性样本中优势不平等厌恶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而
中性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中值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女性

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均值则显著高于男性,性别对于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具有显

著影响,并且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与优势不平等厌恶程度呈显著的正向关系;第三,对
利他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利他偏好类别为自私者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

样本中要高于女性样本,而利他偏好类别为中间者和强利他者个体所占的比例在男性

样本中要低于女性样本,虽然女性的利他偏好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男性,但差异并不

显著,性别对个体的利他偏好并不具有显著影响;第四,对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

果表明,男性样本中互惠偏好类别为自私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女性样本,而中间者和强

互惠者所占比例要低于女性,个体的互惠偏好中值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女性

的互惠偏好均值要显著高于男性,性别对个体的互惠偏好具有显著影响。
总的来讲,本文以国内个体为被试的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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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由于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对信任博弈中代理人互惠行为的直接研究来试图对个体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

进行研究,但用互惠行为来直接度量个体的互惠偏好实际上并不是很准确,本文在这里根据 Altmann 等(2008)的
测度方法,在测度个体互惠偏好系数的基础上研究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 由于所使用框架不同,我们目前还无法

对本文所发现的个体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与国外相关研究中互惠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进行直接比较。



没有发现个体在风险偏好、劣势不平等厌恶偏好以及利他偏好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这与国外大多数针对西方国家个体研究所发现的显著性别差异的结论不同。淤 本

文还发现,中国男性受试者风险中性者居多,过度风险爱好者比例甚至比女性低,但国

外的研究一般发现男性会过度自信,进而承担过多的风险,以至带来低回报,这可能意

味着中国男性降低了家庭投资中的风险。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性别差异在这两种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表现? 袁晓燕(2012)的研究表明,源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大跃进时期大幅增加。 而且,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相

似工作考核和要求使其对子女表现出无差异的教育,进而使得相似的偏好内生于不同

的性别之中(袁晓燕,2013)。
同时,我们还对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其他一些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得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结论。 经济学专业的个体具有更低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和

利他偏好,这说明接受经济学教育可以使个体更具“理性经济人冶特征。 并且,经济学

专业样本中个体的优势不平等厌恶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要高于非经济学专业。 此外,
低收入家庭的受试者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偏低,说明风险厌恶程度和个体的初始家庭收

入状况相关,进一步验证了个体偏好是社会及家庭背景长期内生的结果(袁晓燕,
2013)。 同时,正如 Banerjee 和 Duflo(2009、2010)的研究所证实的,贫困改变了低收入

者的选择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比如说,一个穷人可能无法借贷,因为他没有东西

可作抵押,而且,由于获得保险的机会有限,他会更加厌恶风险,因为如果很难对冲风

险,那么冲击的影响会更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因为现有的

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基本都建立在个体偏好同质性的基础上,忽略了个体偏好可能存

在的性别差异,本文则通过实验室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有力证据。 虽然文化或环

境对偏好的性别差异程度具有一定影响,并且本文的研究对以国内个体为被试的风险

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也与国外相关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对比,但本

文的研究设计并没有专门针对文化或环境这一因素对个体偏好性别差异程度的影响

进行研究;同时,本文主要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性别差异的整体效应进行了分

析,并没有进一步探讨性别与个体其他特征的互动所形成的性别对个体风险偏好和社

会偏好的影响,如性别与年龄的互动,即不同年龄段个体的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的性

别差异是否一致等,未来的研究可在这两个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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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一种解释是由于中国的双职工家庭比例比西方社会高,所以性别的社会形象(social image)差别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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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与劳动力职业分布

宋 锦摇 李 实*

摇 摇 内容提要摇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05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
用线性概率模型、Oaxaca / Blinder 分解和双差分评估方法考察了户籍对职业机会

的影响规模和构成,估计了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对不同户籍劳动力职业分布的作

用。 研究结果显示:户籍一元化改革改善了本地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机会,但在一

定程度上挤出了外地劳动力。 这使得改革地区内部的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间的

就业壁垒有所减弱,而本地与外地户口之间的壁垒有所加强,可能会影响到改革

地区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来源和规模。
关 键 词摇 城乡户籍一元化改革摇 迁移劳动力摇 职业分布

一摇 问题的提出

户籍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市场

化改革的推进,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对经济长期发展和改

革的阻碍作用日益凸显。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带来了不同社会人群有差别的政

治、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且带来了对农民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导致城乡之间和城镇内

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降低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学术界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有基本共识,可是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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